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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松绑”与质量升级
——试论博士生教育的新形势与新要求
刘  超  沈文钦  李曼丽
摘要：介绍了在教育综合改革和“双一流”建设过程中，部分高校对学术评价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进行的相关改革，认为此类探索客观上将学术评价和创新人才培养等重要议题正式引入了实质性的操作环节。指出了应科学评价并有效提升博士生教育和科研工作的质量的看法，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高校正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使命，我国博士生教育在思路上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应切实突出质量导向，推动高等教育及学术建设走上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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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士生培养及科研评价的新探索

2019年4月，清华大学公布了新修订的《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原有条例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规定》将原有的“博士在学期间发表论文达到基本要求方可审议学位”，调整为“博士生在学期间学术创新成果达到所在学科要求，方可提出学位申请”。对博士生而言，论文发表量今后将不再是申请学位的硬性指标；同时，学校层面不再做统一要求，改由各学科制定学术创新成果的要求。这一改革举措立即引发了广泛热议。有人对此表示理解，有人将此解读为“博士生毕业难度降低”，有人则忧虑如此一来难以保障博士生的培养质量，甚至担心学校的论文发表量受到影响等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一政策调整呢？其政策效果又将如何呢？对此，我们认为还是要立足实际，客观、完整、准确地理解文件的精神实质。《规定》中所说的不做“统一要求”，并不等于“没有要求”或“不鼓励”“不提倡”，更不等于“反对”。这一点，无论是对学校、院系还是博士生导师均如此。关于此新政策，还有几点是不言而喻的：
（1）学校不做统一要求，不等于所有院系都不做要求。一般而言，有些学科（如艺术学）的博士生确实难以发表相关论文，有的学科的发展未必主要依赖于论文发表，因此，相关院系淡化对博士生论文发表数量的要求，是大概率事件。清华大学是一所多科性大学，学校中各学科间的差异极大，如果勉强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学科，那就不可能不违背这些学科的特点和教育规律。因此，不做学校层面的统一要求是非常必要的。但另一方面，目前我国高校及其各学科几乎都面临着种种评比和激烈的国内外竞争，这对院系始终是一种相当大的压力。据此可断言，无论学校是否做统一要求，多数院系是难以“坐视不管”的，是不可能不继续对博士生论文发表做某些基本要求的。

（2）即便院系不做统一要求，也不等于各博士生导师没有要求。一般而言，小论文的撰写和发表，本身就是博士生培养的一个常规而有效的环节。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是极具挑战性的过程。为了确保博士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博士生导师一般都会进行阶段性的过程指导，而不可能完全放任，以免最后出现不愿看到的情况。在实践中，多数导师会对博士生有相应的要求，至少会鼓励其适当发表研究成果。

（3）即便学校、院系、导师都没有硬性要求，不等于研究生没有自我期许和自我要求。发表论文与否，首先关乎博士生的切身利益。因为，学校主要的评优评奖、出国交换、毕业求职等，每个重要环节都存在激烈竞争，而其成败往往又与论文发表高度相关。故此，无论学校、院系、导师（组）是否有相关要求，博士生本人都会对自己有期待、有要求，也就有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去努力发表论文。事实上，博士生（乃至其他群体）对发表论文的强烈需求，是受到整体大环境驱动的，它绝不会因个别机构的政策调整而明显改变。从教育–学术市场或学术共同体的实情看，竞争因素的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发表论文的迫切性；只要有竞争的存在，就会有学术发表的硬性需求。

（4）在时间节点的把握上，《规定》指导下的培养方案将从2019级博士生开始执行，故此次调整与在读博士生皆无直接关系。这种“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思路，是循序渐进的改革，是有准备、有章法、有配套保障的。这是清华大学进行教育综合改革、“双一流”建设的新探索，也是顺应“破五唯”而进行的大胆尝试，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的试水之举[2]。“博士生教育是使学生掌握高深知识、提高学术水平、养成学者品质的过程。”[3]55-56自19世纪初柏林大学创立以来，培养学术人才便成为博士生教育的主要目标，学术性成为博士学位的核心特征；博士生必须从事科学研究并做出创新性科学成就。而一般来说，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体现在博士生对高深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上，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对知识的贡献上，体现在对学生进行学术规范与道德教育，并使其具有学者的品质上”[3]56。因此，这一改革所彰显的创新导向，可谓抓住了博士生培养的核心。在此意义上，这一“完善学术评价，激励原创研究”的改革，或许可为当前的相关改革提供某些参考。

明乎此，则不难理解，此次调整乃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改革。无论如何，学校论文的数量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波动，而质量很有可能会逐渐提升。故此，对清华大学的这一改革，显然当以平常心看待。各方只需拭目以待、乐观其成。上述热点问题的讨论已告一段落，但由此而引发的问题很值得我们继续思考：如何正确看待论文写作在博士生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恰当发挥论文写作与发表在办学工作中的积极作用？如何在“破五唯”的大形势下正确进行教育评价和科研评价？这是一个学术评价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上述改革则为我们优化学术评价体系、促进博士生教育提供了契机。
二、正确运用科研训练提升育人质量

如何正确看待论文写作与发表在人才培养和学术评价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此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要冷静、务实、不走极端。无疑，片面强论文发表量是不恰当的，在博士生培养阶段尤其贻害深远。那么，是不是在博士生培养中，论文写作和发表就意义不大了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证明，论文写作和发表在博士生培养中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这是磨炼学术写作和表达能力、保障培养质量的客观要求
博士生是我国日后学术人才的主力军，其培养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未来我国学术界的总体水准。为确保培养质量，必须有论文写作的训练。一般而言，博士学位论文必须有较大突破性和较高原创性。因此，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长时间的磨炼。只有真刀真枪的实干、“在干中学”，才能实质性提升自己的学术表达和思维能力，才能更快、更有效地成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进行若干个阶段性的训练。而期刊论文的写作和发表，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是对学位论文写作的预热，是对其质量的事先把关，也是对日后博士生独立开展研究的热身。因此，为确保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并使学生顺利毕业，有经验的导师一般都会指导研究生参与相关研究，在研究中熟悉学术规范、掌握研究方法、提升研究及写作水平，并逐步融入学术界。
2.这是学术研究特点和规律的内在要求
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二者密切相关。严格来说，发表了研究成果才算研究及写作过程的真正完成：因为只有通过论文写作，才能使自己思路更清晰、更系统、更缜密；而之后的投稿、改稿过程，则能不断提炼思路、深化认识、推进研究。易言之，只有在论文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才能更清楚地了解研究工作的得失，才能提高研究质量、提高研究者的思维和表达能力；也只有成功发表了论文才能更好地贡献于学界。论文写作不仅是磨炼学术写作的过程，也是科研训练的过程。这一过程无可替代，亦无法逾越。再者，从道义上来说，博士生的研究过程不仅要享受求知的愉悦和探究学术的乐趣，也要对学术发展有所贡献，“不能只入不出，而要像蚕那样，吃桑叶吐丝，要为人类文化添砖加瓦”，唯此方可实现“学以致用”[4]。而这就必须通过论文写作及发表来实现。在这方面，书面发表较之传统的“口头发表”（oral publication）①和“述而不作”有压倒性优势。
3.这是学术人才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职业发展的刚性需求
目前，论文被普遍视为学术界的“硬通货”（hard currency），其对学术职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博士生来说，论文是学生阶段评优评奖的重要条件，也是日后进入学界的入场券。博士生毕业时即便无需发表论文，但毕业后要想进入学术界继续从事科研工作，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有论文来证明自己的潜质或能力。而且，进入学术职业后，同样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只要有学术（市场）竞争的存在，论文发表的刚需就始终存在，则博士生和其他学术工作者的论文发表压力仍将持续。因而，高质量的论文发表仍是客观需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其对博士生及团队、学科的发展，仍是助益甚大、一举多得的。
论文写作和发表本身就是人才培养的一个方面或环节，是博士生培养的有效手段。对此，要正确看待这一问题，要坚持质量导向。目前，我们教育工作的关注重点，已实实在在地从注重数量增长转向质量和影响力的提升。我们科研工作的目标，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成果、多出成果，而是出精品、出思想；人才培养的目标，也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人才、多出人才，而是出更多更好的拔尖创新人才。在博士生学术发表的评价上，核心问题与其说是“要不要发表论文”或“如何发表更多论文”，不如说是“怎样完成更优秀的成果”。在今后相关改革中，务实的做法，并不是纠结于“发表”与“不发表”的问题，而是正确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积极倡导原创性的深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表少而精的高水平论文。在学术上，“首创性”乃是“最高价值”[5-6]。学术的实质性进步主要不是靠大量论文简单堆出来的，而是靠那些有突破性贡献的成果引领的——这类成果往往是少数的。因此，科研工作最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这也就要求博士生（其他研究者亦然）在学术上矢志原创，数年磨一剑，厚积薄发，集中精力完成高水平成果。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注意到博士生的特殊性。博士生仍是学生，是受教育者。他们在此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打基础。我国学术型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并不是要培养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者，更不是培养善于写论文的写手，而是要培育具有高度创造力的、拔尖创新的学术人才。这就决定了对博士生的评价不能简地看其论文发表量，而应主要看其学术基础和能力，看其是否在学术上有突破性贡献。为达此艰巨的目标，我们应创造更好的条件促其成长，使其达到更高的培养质量。如果片面强调博士生的学术发表、追求短期的论文发表量，则难免助长短平快的研究，滋长急功近利的风气，使博士生难以潜心于长线的深度研究，这不利于打好学术根基，也就难以出精品、出拔尖人才。这不仅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也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本质和人才培养的初衷。而对博士生论文发表量的灵活调整，将极大地减少体制机制的束缚，助力博士生更好地完成高水平、原创性的长线工作。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务实地推进人才培养和学术评价体制机制改革，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发挥论文写作训练对博士生培养的重要功能，以更好地培养未来的学术人才，为中国学术的长远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三、科研新常态与育人新要求

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我们在博士生教育中应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发表？如何恰当进行学术教育评价？这无疑是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扎根实际、把握大势，充分了解我国学术文教发展实况。唯有如此，才能正确研判形势，谋划未来。

要了解此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全国的科研情况进行初步的了解。暂以SCI论文为例略做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以来，国内各高校纷纷效仿。为了提升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的综合排名，我国绝大部分科研机构和高校都将发表SCI论文作为学术评价和奖惩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42所“双一流”建设大学对教师和博士生等都有一定的发表SCI论文的要求，绝大多数人员也循此要求，开展科研工作。因此，这一指标无疑可以反映高校科研的一个方面(见表1)。其中，有关机构情况见表2。

以上表明，20世纪以来，中国SCI论文产量显著提升，2010年来SCI论文总量迅速逼近美国，许多著名学术机构发表的SCI论文数量保持强劲增长态势。然而，在高级别论文（如CNS论文）的表现上，中国与美国顶尖大学之间仍有巨大差距。

历史上，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内地，下同）的国际论文发表量极少。1987年，中国的SCI论文发表量居全球第二十七八位；20世纪90年代，作为全国高校SCI论文发表第一名的南京大学只有1000篇左右；2000年前后，内地大学发表SCI论文最多的大学也仅2000篇左右。直到21世纪最初几年，北京所有科研机构的SCI论文总量，仍不及哈佛大学一所学校（1.3万篇以上），而中国全国的CNS论文发表量（231篇）勉强超过哈佛大学（220篇）。数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我国许多高校的SCI论
表1  2000年及2010—2018年中、美SCI、CNS论文发表量                   单位：篇
	项目
	年份

	
	2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SCI美国
	322823
	433683
	448558
	475773
	494337
	506167
	515257
	533933
	544144
	552540

	SCI中国
	31100
	147138
	170191
	196010
	223872
	268041
	299813
	329737
	364483
	418436

	CNS美国
	2672
	2533
	2605
	2656
	2536
	2569
	2668
	2563
	2514
	2585

	CNS中国
	37
	146
	142
	189
	231
	250
	297
	301
	313
	425


资料来源：主要依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制作而成（检索时间：2019-07-16）。
表2  2010—2018年知名机构发表SCI/CNS论文数量一览表                       单位：篇
	机构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哈佛大学
	—/306
	—/339
	—/382
	—/394
	—/419
	—/374
	—/420
	—/397
	—/369

	中国科学院
	20762/43
	22822/42
	26338/50
	29842/82
	32724/73
	35767/74
	37516/82
	38819/91
	42982/138

	中国科学院大学
	
	
	4155/6
	5019/5
	6001/8
	7074/6
	8623/18
	13062/28
	17910/47

	清华大学
	4284/12
	4815/15
	5371/22
	6455/22
	7151/25
	8250/41
	8885/28
	9734/48
	10848/33

	北京大学
	4918/12
	5326/13
	6140/18
	7172/21
	7572/25
	8332/33
	8964/24
	9518/32
	10508/32

	浙江大学
	5181/6
	5877/2
	6586/7
	7637/10
	8624/8
	8916/11
	9688/9
	10361/10
	11592/17

	上海交通大学
	4825/7
	5553/2
	6475/6
	7746/5
	8660/2
	9774/12
	10448/11
	11530/17
	12570/27

	复旦大学
	3717/8
	4254/8
	4719/9
	5636/10
	5971/8
	6659/14
	7192/10
	7693/13
	8394/30

	南京大学
	2949/3
	3387/4
	3821/5
	4364/3
	4846/6
	5406/8
	5529/9
	5826/4
	6316/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575/4
	2910/4
	3205/9
	3529/8
	4261/7
	4570/10
	5089/9
	5774/15
	6936/17

	中山大学
	2926/3
	3607/1
	4396/2
	5144/3
	5626/5
	6335/4
	6834/14
	7808/6
	9345/21

	华中科技大学
	2704/1
	3112/0
	3593/3
	4424/2
	5091/1
	5770/2
	6362/6
	7159/2
	8353/10


资料来源：主要依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制作而成（检索时间：2019-07-16）。以上对CNS论文数的统计，仅限于主刊的论文数。
文数持续猛增，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各名校几乎都已成为科研密集型大学①，SCI论文发表量已达相当可观的程度[7]。2011年论文发表量的全球前35名中，中国只有浙江大学超过5000千篇。而到2018年，SCI论文逾万篇的中国大学就有5个，其中中国科学院大学的SCI论文数量就超越了哈佛大学[8]，居世界高校之首。该校及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连续多年保持相当高的SCI论文发表量，2017年起，该校一直保持在1万篇以上。可预见的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些高校乃至全国的科研论文产出仍将保持高位[9]。
近些年来，中国的科研投入、科研队伍和论文产出，已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与美、英、德等西方大国在科研规模方面的对比，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科研工作的大规模开展，中国多所高校的SCI论文数已超过美国几所顶尖大学。中国科研在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新高。中国的SCI论文数自2009年起始终稳居全球第二，日益接近美国，远远超过第三名之后的任何一国。截至2019年2月的SCI期刊收录数据表明，中国高校学术论文数量依旧排名世界第二。数年内，中国的国际论文（包括SCI论文）总量将全面超过美国。可以说，中国科研已形成非常稳定的、数量强劲增长的势头，这种高产出的态势仍将长时间延续。而且，若将大量非SCI论文（含Ei论文）统计在内的话，中国各类论文总量目前恐已居全球之首[10]。
在质量方面，中国的高质量论文的数量也在持续增长。2016年SCI收录的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   3万余篇中，有2526篇被选作ESI高水平论文。其中，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国际期刊上的论文量连续七年居世界第2位。2017年，我国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比上年提升2位，居世界第2位。在2000年左右，中国内地高校和科研机构每年才能发表1~2篇CNS主刊论文，但随后各高校在各科研领域遍地开花，各大高校每年1~2篇CNS主刊论文几乎已成最低标配。2018年仅仅在生命科学领域CNS主刊论文就数量过百（含港、台地区），同比增长48%[11]。以浙江大学为例，该校的SCI论文在2001年仅约2000篇，2011年超过5000篇[8]，2018年超过1万篇。2017年该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发表三大期刊及子刊的论文30篇，同比增长36%[12]。
近二十年来，我国科研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极大地拉近了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距离。尽管如此，中国科研论文总体的影响力和引领性仍明显不足。2013年，我国作者为第一作者的SCI论文中，表现不俗的论文仅有33.8%，只有1/3的论文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3]。有的国内名校SCI论文数量与世界一流大学相仿，但“原创指数”不高，在国际上引用率低，缺乏重量级大师和成果[14]。中国所有高校在CNS三大期刊的发文总量，直到2017年才勉强达到哈佛大学的水平[7]。

经过有关各方长期不懈努力，不论是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不论是规模还是水平，我国的科研工作水平都已得到显著提升，已呈现新常态。对于今日中国的科研工作来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国际论文数量太少，而是高水平成果不足，这一局面严重制约了我国科研的发展。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认识，尽快转换思路、调整战略，从注重数量、追求速度转换到注重内涵、提高质量的轨道上来。这是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今“破五唯”所要着力解决的难题。学术研究工作中的创新性、影响力和贡献度应成为更重要的标尺和学术评价的核心要义。也正是这一局面，为我国高校博士生培养迎来了新环境。故此，重新调整对博士生发表论文的要求，可谓大势所趋、正当其时。

目前我国许多知名高校中，博士生已是学校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普遍多于专职教师及科研人员。据相关高校的官网显示，2018年，北京大学有专任教师3358人，科研机构人员1485人，博士后1896人，博士生11268人；清华大学有专任教师3485人，博士后2188人，博士生14203人；浙江大学有专任教师3741人，其他研究人员1654人，博士生10178人；上海交通大学专任教师3061，博士生7882人。2019年，南京大学有专任教师2144人，博士生6996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教学与科研人员2244人，博士生5630。博士生为高校的学术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说，博士生的学术发表固然与博士生培养的客观需要有关，也无疑与各校追逐学术产出不无关系。十余年来我国高校科研工作的高速发展和靓丽业绩，也为今后高校科研的战略调整赢得了宽松有利的大环境，为科研的转型升级争取了更大的战略空间。当然，新的形势也对日后科研质量和博士生教育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要求博士生教育中各方要更加切实追求质量，完成高水平、原创性的工作。

四、激发内在动力，提升育人质量

经过长时间的持续努力，我国科研工作已取得历史性进展，达到新的临界点，进入了新阶段。目前，我国科研成果的数量已达到相当的规模，即便各机构暂时不再对论文发表数量做刻意的刚性要求，我国科研论文数量仍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维持高位。然而，目前科研工作的质量仍与其规模、投入不相称，更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需求远远不适应。

上述形势对我国科研工作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科研成果原创性、引领性、影响力和贡献度的要求也日显迫切。对科研工作而言，成果在精不在多，在质不在量。没有质量保障的数量是伪数量，不仅浪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资源，而且增加学术次品或垃圾，甚至可能诱发学术不当、学术不端现象。因此，对科研成果来说，“宁愿少些，但要好些”。①有学者曾指出，在某种意义上，研究者在学术上并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但应该“做一点永恒的事情”[15]。业内人士都清楚，只有具备高度创造力的人，才能有此能力和自信，才能消除对数量的焦虑，自觉地潜心追求高质量的成果。也唯有这样，作为学者社群的我国高校才可能由“竞争性优势”升级到“引领性优势”，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引领国际学术进展。

为此，需要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对评价体系进行系统性的战略调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博士生教育的评价与要求应与时俱进，遵循教育及学术规律，更加突出质量导向。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今后需要更多地从外在的要求转向内在的驱动，这就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的积累、志趣和原动力，依赖于其更强的原创精神和质量意识[16-17]，只有这样，方有望持续增强我国科研的原创性、引领性，为我国成为高等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对博士生而言，也同样需要在学术上有更高的自我要求，切实提升原创能力，通过高质量的成果推动学术及社会进步。在博士生培养中，要充分考虑到人才成长的规律，把各方注意力引导到出拔尖人才、出原创精品的方向上来，扎实努力，推动我国学术和教育事业的实质性进步。

博士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一国高等教育水平和科研潜力的重要标志。诚如弗兰克•罗德斯（Frank H. T. Rhodes）所言：“博士学位代表着大学中最高的学问与最人格化的指导的结合，发挥着重要作用。”[18] 我国博士生教育自始就有明显的“国家性”，在目标定位、规模调控和质量监管等方面，都承载着国家的意志，无疑是“以培养学术性人才为主、旨在为高校输送师资”[3]162。为此，必须严把“招生入学关”“培养过程关”和“学位授予关”。从1981年实施“学位条例”开始，我国就始终坚持“坚持标准、严格要求、保证质量、公正合理”十六字方针[19]，把“提高质量”放在突出位置。这一导向应在今后的教育改革中进一步彰显。
一般而言，研究密集型大学（研究主导型大学）在本质属性上至少应包括四要素：①学术型博士生的数量与质量；②科学研究的层次水平与经费额度；③教授为同行认可的学术领导地位；④科学研究、教授群体、博士生群体在多学科、学术自由环境中的共同发展。其中，科学研究和博士生培养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20]。提升博士生培养质量，对研究型大学建设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曾明确表示：“真正的大学……必须提供在教授指导下从事高级研习的机会。”[21] 博士生不仅接受学术训练，还直接参与学术实践，其活力和创见等对学术人员也有激励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博士生的培养也刺激着学术人员学术水平的提升。

现代以来，研究生教育已成为“专业繁殖的主要机制”[22]，博士生培养则是高校学术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构，大学为职业培养下一代从业者[23-24]，对促进专业化上升意义重大。高教系统（或学术专业）乃是“关键专业”[25]，是训练其他所有专业的一个专业场域[25]。任何事业要实现永续发展，都需要持续提高后备人才的质量和水平。高等院校自始就以人才培养为己任，为很多行业培养人才，它不仅为其他职业培养后备人才，也为自己培养下一代从业者。博士生教育始终以培养下一代学术人员、繁衍学术职业为主要目标。高等院校通过博士生教育对未来的学术人员进行精心筛选和培养，通过对优秀毕业生的选聘实现学术的延续与发展[3]210，进行自我的“再生产”；高等院校还通过博士生教育不断提高学术职业的专业化程度和地位声望[3]49,51。博士生的质量和水平就是下一代学术人员的质量和水平，他们决定着学术职业的未来发展。博士生进入学术职业后成为新一代学术人员，而后又以同样方式培养下一代学术人才[3]202。博士生教育也在一代代学术职业人员的培养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不断提升，学术职业与博士生教育就这样在循环往复中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3]209,215。能否培养出一批高水平博士生，能否吸引足量高水平博士生加入学术职业，这关系到下一代人员的水平和质量，关系到日后几代大学生的培养质量，甚至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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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经验的学术管理者就指出：“一个学科的地位应当由两种人奠定，一是高水平、高产量的人，二是高水平、低产量的人。”“高水平、低产量才是学术研究的常态。我们制定政策应当重点考虑高水平、低产量这个群体。”“以质量为第一，以质量为核心，才是我们的光明大道。”见《学科纪事—杜泽逊同志2018年述职报告》[EB/OL]. [2019-01-16]. https://mp.weixin.qq.com/s/- KXqGz6UgJ5F9xc3kSa5YQ。








①2013年，中国的研发经费达到1912.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升至世界第2位，与美国的差距也在缩小。








①事实上，早在1901年，美国耶鲁大学校方就已宣布：要以教授的具有“全国性声望”的“生产性工作”（productive work）作为晋升的标准。其所指，实为发表学术期刊论文。见阎光才所著《美国的学术体制》.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1: 37。在这方面，同为老牌高等教育强国的英国则起步甚晚。对此，可参见Macfarlane A的Reflections 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from the roof of King’s College Chapel. London: Non Basic Stock Line, 200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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